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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构建可检验的理论模型以及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研究了最低工资制度强

化对企业用工决策中选择劳动合同期限并调整内部用工结构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我

们发现，工资水平的上涨降低了企业雇佣长期工的概率，增加了企业雇佣临时工的概率，从

而导致了企业用工形式的短期化。工资制度的变化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

企业雇佣更多的退休返聘职工、更多发放不固定工资、职工更频繁地更换工作是其中的内在

作用机制。本文还发现，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形式受到更大的影响。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时，

应权衡其在劳动收入保障上的积极效果及其对企业用工形式短期化影响的潜在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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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中，最低工资是核心制度安排之一，其

旨在增强对劳动者收入的保障，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然而，在讨论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时，

简单地讨论失业问题难以刻画就业市场的变化状况。为了应对用工成本的上升，更灵活、更

多样化，或换言之，更趋向短期化的用工方式大量涌现，这一现象在各国越来越常见。
1
同样

地，我国也出现了用工形式的显著变化。自 20 世纪末的《劳动法》改变了计划经济下的固

定工制度后，为缓解“劳动合同短期化、劳动关系短期化”的顾虑，随后的劳动法律制度建

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即为稳定劳动关系。
2
那么，对企业而言，即便面临以稳定劳动关系为基

本思想的管制环境，鉴于无固定期限合同工、固定期限合同工、临时工等不同期限的劳动合

同在合同终止、合同解除方面规则的不同，以及与工龄直接挂钩的用工隐性成本的差异，企

业会否采取改变用工形式等方式，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最低工资制度强化带来的用工成本

的上升？若最低工资制度强化导致了企业雇工劳动合同期限调整、用工短期化的效应，其内

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评估最低工资增加及制度强化对企业内

部用工决策和用工结构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这一劳动保障制度与劳动合同期限这一影响

劳动市场灵活性的制度间的潜在关联，更好地理解政府劳动管制与劳动力市场自治力量间

的互动关系，并探索劳动法中“灵活安全”的基本法治思想的实现方式。 
1993 年，我国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确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由于制度的适

用范围不全、惩罚标准不高以及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等原因，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2004《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被认为是最低工资制度在真正意义上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并强化

实施的开端。新规大幅度提高了企业违反最低工资义务应向劳动者支付的赔偿金，由原规定

中所欠工资的 20%至 100%，提升到 100%至 500%。新规定要求并且要求各地根据经济发展

情况，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至此，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在 2004 年及以后迅

速增长。如附录 A 的附图 1 所示，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中位数由 2003 年的 320 元增加至

2013 年的 1130 元，总共上升 253%左右。因此，许多文献强调，2004 年新法规的颁布明显

增加了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政策效果（Fang and Lin, 2015；Gan, Hernandez and Ma, 2016）。 
与此同时，我国企业的用工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如图 1 所示，长期工占比自 2004 年以

后急剧减少，临时工占比上升。长期工占比由 2004 前的平均 71%下降到 2004 年及以后的

平均 56%，临时工占比由 2004 年前的平均 15%上升到 2004 年及以后的平均 24%。特别地，

2004 年及以后对于私有制企业长期工仅占比 28.3%，而临时工占比达到了 45.4%。
3 

 

 

                         
1 为缓和劳动力市场僵化和长期失业带来的矛盾，各国对就业市场的管制发生了松动，临时工岗位大量涌

现。在法国和西班牙，从 2000 年到 2010 年，90%的新入职职工流向临时工岗位，剩余 10%的新职工成为

了长期工 (Cahuc, 2016)。再者，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根据徳勤 2016 年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51%的受调

研雇主表示未来将增加临时工的人数，仅有 16%的雇主希望减少临时工的数量；并且 90%以上的国家雇主

基本认同需要重视临时工占比越来越多的用工新趋势。 
2 这一思路在随后的《劳动合同法》等立法中大力推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文中得以充分体现。 
3 数据由本文作者通过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报告整理得出。 

图 1 企业用工形式占比的变化（1997-2011 年） 



直观地，最低工资水平和企业用工形式在近些年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在

2004 年似乎更为明显。由此，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研究主题：最低工资水平对企业劳动合同

期限选择和用工形式的影响，以及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强化对该效应的进一步影响。基于相关

文献，在我国劳动合同期限制度的基础上，文章提供了理论模型，假定企业的未来产出具有

不确定性，雇佣不同形式的工人具有不同的招募和解雇成本，推导出企业的利润函数，从而

得到最低工资增长时企业作出的用工决策。理论模型得出如下性质，第一、随着最低工资的

上升，企业雇佣长期工的概率将减少，雇佣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概率将增加。第二、最低工资

上涨，企业雇佣临时工的概率将增加，雇佣长期工和合同工的概率将减少。接着，根据这两

个性质，我们总结出可检验的命题，即最低工资使得企业用工形式更加短期化。最后，由于

最低工资主要影响低技能群体，故最低工资上涨对低技能职工的就业形式影响更大。 
为了验证理论预期，我们合并了个体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变量，得到了包含最低工资和就

业形式等信息的回归数据。实证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使得用工形式趋于短期化，在 2004
年新法规颁布后，该影响增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分析，我们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随后，

文章研究了最低工资增加及制度强化对企业用工短期化影响的内在机制，发现最低工资制

度强化后，新入职职工的就业形式更加短期化、企业更愿意返聘退休员工以及职工更换工作

变得更频繁。受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企业支付工资的形式也变灵活。最后，文章通过异质

性检验发现最低工资制度对于低技能者影响更明显。 
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一直是理论争论的焦点，相关文献主要立足于西方国家

（Neumark and Wascher , 1992; Katz and Krueger, 1992; Card and Krueger, 1994; Dube et al., 
2010; Cengiz et al., 2019）。近来，国内讨论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马双等,2012;
孙中伟和舒玢玢，2011）。刘行和赵晓阳（2019）认为，由于企业缴纳的社保参照了最低工

资标准，最低工资的增加将提高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从而提高了员工的总收入。陆

瑶等（2017）发现最低工资的上涨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劳动力成本支出。马双等（2012）发现，

最低工资上涨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雇佣人数，最低工资每上升 10%，就业率下降 0.6%。

丁守海（2010）关注劳动管制措施的影响，得出最低工资管制增强后，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

就业冲击更明显。 
关于企业雇佣形式的研究较少，仅有的主要从搜寻匹配模型（Berton and Garibaldi, 2012; 

Cao et al., 2010）和对不同用工形式的成本分析（Caggese and Cunat, 2008; Cahuc et al., 2016）
展开。前者认为，长期工岗位招募速度更快或招募来的长期工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因此企

业有一定意愿设立长期工岗位；后者通过设定不同用工形式的解雇成本和招募成本来探讨

各种用工形式的合理性。本文沿用第二种分析框架，并结合中国劳动合同期限制度，对解雇

和招募成本进行相应设定，得到各种用工形式的均衡。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本文结合理论

模型，研究了最低工资制度的强化对企业劳动合同期限选择和用工形式的影响。 
全文剩余部分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了可检验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最低工资

法律制度的发展、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 理论模型 

我国用工形式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长期工、合同工和临时工。根据我国劳动力市场

的实际情况、相关研究以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要求，文章对各用工形式作

如下假定。 
（1）招募成本 

企业招募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招聘广告、组织考核以及试用期过程进行上岗培训等。假

定雇佣长期工或者合同工的招募成本都是ܥ；相对来说，临时工的招募成本更低一些，本文

假定为ሺ1 െ ܾሻܥ,其中ܾ ൏ 1。 
（2）产出和工资 

根据孙睿君和李子奈(2010)得出的结论，控制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其他特征后，长期工

和合同工之间并无工资歧视。因此，假定对于单位时间相同的产出ݕ，长期工和合同工得到

的工资都为ݓ。 



临时工产出不稳定，可能面临一定的空窗期（Berton and Garibaldi, 2012）。本文设定临

时工的单位时间产出为ሺ1 െ ܽሻݕ，企业相应地给予临时工的工资水平为ሺ1 െ ܽሻݓ,其中ܽ ൏ 1。 

最低工资直接影响低收入者收入，同时，最低工资上涨也将提升其他收入人群的收入

（证明详见附录 B）。 

（3）不产出概率 

类似 Melitz(2003)设定企业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本文假定企业岗位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具

有一定的不产出概率。仿照 Cahuc(2016)的做法，将这个不产出概率分布设定为服从参数为

 ：的指数分布。因此，工作岗位的预期产出可表示如下ߣ

某岗位不产出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ሺݐሻ ൌ ሻݐሺܨ：ఒ௧,相应的分布函数为ି݁ߣ ൌ 1 െ ݁ିఒ௧。
4
不考虑招募成本和解雇成本，假定员工可以随时被雇佣和解雇，则企业预期的整个生命周

期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ሺݕ െ ݐሻ݁ିఒ௧݀ݓ
ஶ

଴
ൌ ׬ ቂ׬ ሺݕ െ ݐሻ݀ݓ

்

଴
ቃ ߒఒఁ݀ି݁ߣ

ஶ

଴
；

5
若企业只与员工签

订∆期的合约，则该时期内企业的预期产出可以表示为:׬ ሺݕ െ ݐሻ݁ିఒ௧݀ݓ
௱

଴
。 

（4）解雇成本 

解雇一名长期工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其成本大小与员工获得的工资是相关的，本文

假定长期工的解雇成本为ݓܨ。 

对于合同工，企业有可能在合约期限内解聘职工，无需支付解雇成本。但若引发法律

纠纷
6
，职工有权要求执行完劳动合约，本文假定该情况，即企业在合约期限内解雇职工下

支付剩余工资，发生的概率为݌。 

最后，本文假定临时工的解雇成本为 0。 

基于上述设定，企业雇佣长期工的情况下，利润为： 

,ݓ௣ሺߨ ሻߣ ൌ ׬ ቂ׬ ሺݕ െ ݐሻ݀ݓ െ ݓܨ
்

଴
ቃ ߒఒఁ݀ି݁ߣ െ ܥ

ஶ

଴
             (1) 

其中ߨ௣ሺݓ, ׬ሻ指的是企业雇佣长期工的利润，右边第一项ߣ ሺy െ wሻdt
୘

଴
是企业ܶ时期累计

获得产出与工资的差值，ܶ时刻该长期工岗位不再产出，企业解雇该长期工，企业支付解雇

费用ି݁ߣ，ݓܨఒఁ反映了ܶ时刻岗位不产出的概率密度。ܥ代表了招募成本。 

雇佣长期工情况下，企业利润函数整理可得： 

,ݓ௣ሺߨ ሻߣ ൌ
ଵ

ఒ
ሺݕ െ ሻݓ െ ݓܨ െ  (2)                    ܥ

同理，企业雇佣临时工情况下，利润为： 

,ݓ௧ሺߨ ሻߣ ൌ ׬ ቂ׬ ሾሺ1 െ ܽሻሺݕ െ ݐሻሿ݀ݓ
்

଴
ቃ ߒఒఁ݀ି݁ߣ െ ሺ1 െ ܾሻܥ

ஶ

଴
            (3) 

其中ߨ௧ሺݓ, ׬ሻ指的是企业雇佣临时工情况下的利润，右边第一项ߣ （1 െ ܽ）
்

଴

ሺݕ െ 是企业ܶ时期累计获得产出与工资的差值，ܶ时刻该临时工岗位不再产出，企业ݐሻ݀ݓ

解雇临时工。招募成本为ሺ1 െ ܾሻܥ，解雇费用为 0。 

可知，雇佣临时工情况下，企业的利润可整理为： 

π୲ሺw, λሻ ൌ
ଵ

஛
ሺy െ wሻ െ

ୟ

஛
ሺy െ wሻ െ ሺ1 െ bሻC             (4) 

雇佣固定期限合同工情况下，且订立的合同期限为∆，则企业利润函数为： 

,ݓ௖ሺߨ ,ߣ ∆ሻ ൌ ݌ ׬ ൫ି݁ݕఒఁ െ ߒ൯݀ݓ ൅ ሺ1 െ ׬ሻ݌ ሺݕ െ ሻ݁ିఒఁ݀ܶݓ
∆

଴
൅

∆

଴

,ݓ௣ሺߨൣݔܽ݉                                                           ,ሻߣ ,ݓ௧ሺߨ ,ሻߣ 0൧ ݁
ିఒ௱ െ  (5)                     ܥ

                         
4 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并未对预期产出考虑折现。若进一步考虑折现，模型得出的性质也与正文性质基本

一致。 
5 等式成立的机理在于，左端中݁ିఒ௧ ൌ ׬ ݐఒ௧݀ି݁ߣ

ஶ

௧
衡量 t时刻后才发生岗位不产出的概率，代入并交换积

分次序后，变成了等式右端。值得注意的是，在接下来的表达式中，即签订固定期限合约时的预期产出，

交换积分次序后，表达式的形式会发生变化，因此接下来给出的表达式就不予展开。 
6
《劳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企业若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故意推迟不确立劳动关系订

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负有赔偿责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八条，企业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若要求继续执行劳动合同的，企业应当继续

执行；职工不要求继续执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执行的，企业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

定支付赔偿金。 

 



其中ߨ஼ሺݓ, ,ߣ ∆ሻ指的是企业雇佣合同工情况下的利润，函数右边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

是合同期限内企业的利润；假定企业中途解雇员工，有概率݌引起劳动纠纷，引发纠纷后，

企业需要执行完合约。企业在该岗位上是没有产出的，这部分利润可以表示为׬ ൫ି݁ݕఒ஋ െ
∆

଴

另外，有ሺ1；ݐ൯݀ݓ െ ，ሻ的概率企业直接解雇职工，不需要另外支付剩余合同期限的工资݌

此时利润为׬ ሺݕ െ ሻ݁ିఒ஋݀ܶݓ
∆

଴
。第二部分是合同执行完之后企业的利润，合同执行完之后，

企业可以雇佣长期工、临时工，或者不再雇佣工人。但企业不会再雇佣合同工，因为求解过

程中，∆已经是在雇佣合同工情况下的最优期限。第二部分取继续雇佣长期工、临时工或不

雇佣工人中较大的利润贴现值。 

假定岗位面临不产出的概率并不大，使得ߨ௣ሺݓ, ,ሻߣ ,ݓ௧ሺߨ ሻ均大于ߣ 0，结合（2）、

（4）式，在企业选择最优的合同期限与员工签订合同，即（5）式对∆的一阶条件等于 0

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最期限关于ݓ、ߣ的函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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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结合（5）式，企业设立合同工岗位的利润可以重新写为： 

,ݓ௖ሺߨ ሻߣ ൌ
ଵ

ఒ
ሺݕ െ ሻݓ െ ∆ሺߣ, ݓ݌ሻݓ െ  (7)                       ܥ

结合（2）、（4）、（6）、（7），不难推出引理 1： 

,௣ߨሼݔܽ݉ ,௖ߨ ௧ሽߨ ൌ ቐ

,ݓ௣ሺߨ ߣ           ሻߣ → 0

,ݓ௖ ሺߨ  ߣ        ሻߣ → ∗ߣ

,ݓ௧ሺߨ ߣ        ሻߣ → ∞

                 (8) 

其中ߣ∗代表当ߨ௣ ൌ 。的取值ߣ௧时ߨ
8
 

由于ߨ௣ሺݓ, ,ݓ௖ሺߨ、ሻߣ ,ݓ௧ሺߨ、ሻߣ 单调递减，则企业在各种雇工形式下的利润函数ߣሻ随ߣ

随不确定性变化关系可用下图 2进行表示。 

 

 

 

 

 

 

 

 

 

 

 

 

 

 

 

 

从图中可知，存在长期工和合同工利润相同的 ߣ௖௨௧௢௙௙ଵ。基于此，我们推出了如下引

理 2： 

当长期工与合同工利润相同时, ߣ௖௨௧௢௙௙ଵ满足 

ܨ ൌ
௣

ఒ
݈݊ ቀ1 ൅

ிఒ

௣
൅

஼ఒ

௣௪
ቁ                          (9） 

                         
7结合（2）式可知，当ߣ ൏

௬ି௪

ி௪ା஼
时，雇佣长期工利润大于 0；结合（4）式可知，只要满足y ൐ w且a ൏ 1，

则企业雇佣临时工利润就大于零，显然这是成立的。 
 
8 利用长期工和临时工利润函数（2）式和（4）式，可以得出ߣ∗ ൌ

௔௬ି௔௪

ி௪ା௕஼
；再结合合同工的利润函数，可

知式（8）成立时，满足
ிሺ௔௬ି௔௪ሻ

௣ሺி௪ା௕஼ሻ
൐ ln ቀ1 ൅

ሺி௪ା஼ሻሺ௔௬ି௔௪ሻ

௣௪ሺி௪ା௕஼ሻ
ቁ。 

图 2 企业雇佣长期工、合同工和临时工的利润随不确定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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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也存在合同工与临时工利润相同的ߣ௖௨௧௢௙௙ଶ。接着，我们给出了引理 3: 

合同工与临时工利润相同时,ߣ௖௨௧௢௙௙ଶ满足： 
௔௬ି௔௪

ఒ
ൌ

௣௪

ఒ
݈݊ ቀ1 െ

௔

௣
൅

௔௬

௣௪
൅

ሺଵି௕ሻ஼ఒ

௣௪
ቁ ൅  (10)                ܥܾ

由引理 2和引理 3，可分别得出如下性质（证明详见附录 B）： 

性质 1: 随着最低工资的上升，企业雇佣长期工的行为将减少。企业雇佣合同工和临
时工的行为将增加。 

性质 2: 随着最低工资的上升，企业雇佣临时工的行为将增加，雇佣长期工和合同工
的行为将减少。 

结合性质 1和性质 2，可以推出如下假设： 

假设 1：随着最低工资的上升，企业的用工形式趋向短期化。 

如 Bernard et al.(1995)指出的同一企业内部的员工工资并不相同。由于个体特征的不同，

不同能力的劳动者具有工资差异，能力高者获得高工资，能力低者获得低工资（Cahuc et al., 
2006）。依据 Ye, Gindling, and Li(2015)，拥有员工数量位于 300 至 3000 人间的企业中，

11.6%的员工的工资在最低工资标准的 100%至 110%之间，他们的工资水平直接受到最低工

资的影响。低技能员工的工资受到最低工资的直接影响，其他类型劳动者的工资受最低工资

影响存在差异。本文基于 Grossman(1983)推导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于高技能群体的影响，得出

对于高技能群体最低工资的影响要低于低技能群体。这也与 Hau et al.(2020)利用企业层面工

资数据得出的实证结果是吻合的。基于此，我们推出最低工资制度对于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

结合假设 1的命题，就业形式短期化的趋势也主要作用于低技能员工。因此，可以得到如下

命题： 

假设 2：最低工资上涨对低技能职工的就业形式影响更大。 

以下章节将针对假设 1和 2进行实证检验。 

三、 制度背景、数据说明和实证模型设定 

（一）我国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 

最低工资作为一项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特别是低收入者获得保

障性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施了最低工资制度。1984 年，中国引

入国际劳工组织《制定最低工资确定办法公约》，最低工资制度开始受到关注；1989 年最

低工资的实践从广东省珠海市开始，之后的两三年间有其他城市跟进并施行最低工资制度；

1993 年，《企业最低工资》颁布，并写入了《劳动法》，最低工资制度得到正式确立。 

2004 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过了《最低工资规定》。该规定扩大了最低工资的适

用范围。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有月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覆盖范围扩展到各

类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同时增加了惩罚力度。违反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将面临更高的

处罚，所处罚金由原来的所拖欠工资的 20%～100%增加至 100%～500%。第三，规定了最低工

资的实施要求。各地应配合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确保最低工资标准

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最低工资调整范围一般由省政府进行指导(Fang and Lin, 2015)，调整频次也在之后的

制度强化中提出了要求，政策导向明显。2004 年《最低工资规定》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政

策法规，企业层面较难有所预期（Gan et al., 2016），因此最低工资制度对于企业行为来说

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同时，最低工资制度与企业用工成本高度相关，大量文献通过使用最低

工资冲击，分析用工成本如何影响企业行为（Fan et al., 2018; Hau et al., 2020 等）。 

（二） 数据介绍和关键变量定义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有三类，分别如下： 

第一，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以下简称 CHNS）数据。CHNS 在 1989-2011 年期间分九

次跟踪调查了同一人群，调查内容包括了个体经济、就业、健康、饮食等各种状况。数据样

本省份包括 11 个省份或直辖市，地区覆盖较广。样本年份分别为 1997、2000、2004、2006、



2009 和 2011 年，时间跨度较长。CHNS 数据含有完善的个体特征数据，如被调查者性别、

年龄、社区编号、受教育年限、就业状态、职业、所在企业类型和性质、工资收入水平等。 

第二，1997-2011 年全国地级市层面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来源较为分散，主要是从地方

政府网站、公告栏以及统计公报等进行手动搜集。 

第三，城市层级的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来源于 CEIC 经济数据库。 

衡量用工形式的变量来自于 CHNS 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在工作中的职位类型，本文剔

除了自我雇佣、家庭工人和其他情况的个体样本，将主要回归的样本限制在被雇佣的个体。
9
利用用工形式变量定义用工形式短期化指标(Short)，将长期工定义为 0，合同工定义为 1，

短期工定义为 2。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是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借鉴 Fan et al.(2018)关于最低工资的处理，

本文将受调查的个体所在地级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取自然对数作为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

（logሺ݁݃ܽݓ݊݅ܯሻ）。由于不清楚调查个体属于城市具体哪一区域，因此本文统一使用个体

所在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档水平。 

主要个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附录 C附表 1和附表 2所示。 

（三） 实证设计 

根据上述原理，设置如下的实证方程： 
௜௧ݐݎ݋݄ܵ ൌ ߙ ൅ ߚ ௖௧ሻ݁݃ܽݓ݊݅ܯሺ݃݋݈ ൅ ߛ ௜ܺ௧ ൅ ௖௧ܺߢ ൅ ߮௖ ൅ ߮௧ ൅ ߮௝ ൅ ߳௜௧       ሺ11ሻ 

代表年份。另ݐ等关键变量如上文所定义，其中下标݅代表个体，下标݁݃ܽݓ݊݅ܯ、ݐݎ݋݄ܵ

外， ௜ܺ௧是各种个体层面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为全职职工。
10
ܺ௖௧是各

种城市层级特征，包括城市 GDP、城市人口密度。߮௖为社区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同社区对

个体产生的影响，߮ ௧为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同年份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代表收入类

型有关的固定效应。文章主要关注ߚ值的符号和大小，ߚ反映的是最低工资变化对用工形式

短期化的影响。 

2004 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标志着最低工资制度真正意义上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参照相关文献的做法（王欢欢等,2019），本文以 2004 年作为外生冲击，建立了如下实证方

程：  
௜௧ݐݎ݋݄ܵ ൌ ߙ ൅ ଵߚ ௖௧ሻ݁݃ܽݓ݊݅ܯሺ݃݋݈ ൅ ଶߚ ௖௧ሻൈ݁݃ܽݓ݊݅ܯሺ݃݋݈ 2004ݐݏ݋ܲ ൅ߛ ௜ܺ௧ ൅ ௖௧ܺߢ ൅ ߮௖

൅ ߮௧ ൅ ߮௝ ൅ ߳௜௧                                                                                                           ሺ12ሻ 

其中，ܲ2004ݐݏ݋是年份虚拟变量，1代表 2004 年及以后，0代表 2004 年以前。其他变

量同实证方程（11），定义不变。ߚଵ代表着 04 年以前最低工资上涨对用工形式的影响，ߚଵ ൅

ଶ代表ߚ 04 年及以后最低工资对用工形式的影响。ߚଶ的值大小反映了 2004 年最低工资新规

出台带来的影响。由于最低工资制度的贯彻实施，将强化最低工资的影响，故可以预计实证

方程（12）的ߚଶ符号与实证方程（11）的ߚ符号是一致的。 

四、实证结果 

为了支持理论预期，本部分将检验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用工形式的影响。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1的第（1）和（2）列，是使用实证方程（11）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用工形式的整体

影响。回归中都加入城市、年份和工作类型固定效应；相对于第（1）列，文章在第（2）列

中进一步对个体层面和宏观层面进行了控制，个体层面包括个体性别、个体年龄的对数、个

体受教育程度、是否为全职工，宏观层面包括城市 GDP 的对数值以及人口密度对数值。在第

（1）和第（2）列中，最低工资标准对数的系数显著为正，以列（2）为例，最低工资标准

                         
9 结合 Fan et al.(2020)的做法，本文将样本限制在处于法定工作年龄的个体。考虑到返聘现象对文章结论的影响，本文也将 60

周岁及以上的男性，55 周岁及以上的女性个体包括在样本范围内。 
10 仿照向攀等（2016）的做法，我们将周工作时长大于等于四十小时定义为全职职工，小于 40 小时定义为为非全职职工。 



上涨对用工短期化的整体影响为 0.189。这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使得用工短期化的概率明

显增大。
11
这与本文的理论模型命题 1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进一步地，为了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用工形式的标准是否会随最低工资制度强化而发

生变化，本文利用实证方程（12）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 1 的第（3）、（4）列，第（3）

列不加了控制变量，第（4）列加入了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

量，ߚଵ的结果不显著，ߚଶ的结果显著为正，说明 2004 年之前的最低工资制度对于用工形式

短期化的影响不显著，2004 年新最低工资政策出台后，最低工资的上涨对于用工形式短期

化的影响明显增强
12
。具体来说，以第（4）列为例，2004 年新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使得

2004 年后最低工资上涨对用工短期化的平均影响较 2004 年前增加了 0.317。这与表 1 的

（1）、（2）列结果共同反映了最低工资的上涨将提高用工短期化的概率。
13
 

本文关键被解释变量݄ܵݐݎ݋为离散变量，故我们使用 tobit 模型对基准结果进行了检验。

如附录 C附表 3所示，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实证中检验模型的选取对

本文的基本结论并不产生影响。 

表 1 基准回归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cluster 到个体层面对应估计量的

t(z)统计值。下表同理。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其他变量。如附录 C 附表 4

第（1）和（2）列，分别加入了宏观经济变量 GDP 增长率、城市就业人数的对数值以及 CPI

对数值，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进一步地，我们控制了与企业相关的变量。在附录

C附表 4第（3）和（4）列加入了所在企业雇员规模，并将企业性质的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得出的回归结果并不影响我们的基本结论。 

另外，本文寻找和构建了最低工资的工具变量。利用所在省份其他城市当年最低工资

的平均值，我们引入了第一种工具变量构建方式。回归结果如附录 C 附表 5 第（1）、（2）

列所示，与基准结果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依照 Bai et al.(2018)的做法，将所有城市

                         
11 通过基准回归结果可知，女性劳动者比男性劳动者更有可能短期化就业。年轻者和低受教育程度群体也

较容易受到短期化影响。 
12 由于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故 Post2004 的系数被吸收。 
13 利用各地级市最低工资中位数档或最低档检验基准结果，发现基本结论并未发生变化。 

 (1) (2) (3) (4) 

log(Minwage) 0.152*** 0.189*** -0.0623 -0.141 

 (5.38) (5.92) (-0.75) (-1.46) 

log(Minwage) ൈ Post2004   0.198*** 0.317*** 

   (2.75) (3.56) 

Gender  -0.0843***  -0.0841*** 

  (-5.45)  (-5.44) 

log(Age)  -0.281***  -0.281*** 

  (-9.27)  (-9.24) 

Educate  -0.146***  -0.146*** 

  (-19.58)  (-19.57) 

log(GDP)  0.127***  0.117*** 

  (3.19)  (2.95) 

Fulltime  -0.0128  -0.0140 

  (-0.71)  (-0.77) 

log(Popdens)  0.175  0.0941 

  (1.60)  (0.84)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工作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察值 13835 9839 13835 9839 

调整后的 R2 0.308 0.351 0.309 0.351 



按样本年份的人均 GDP 大小进行排序分成 20 组，利用组内其他城市的最低工资的平均值构

建了第二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附录 C附表 5第（3）、（4）列所示，也并不影响我们的

基本结论。 

根据理论模型，假设 1 的得出来自于理论模型中的性质 1 和性质 2。因此本文利用实

证方程（11），将被解释变量换成职工是否为长期工或者是否为临时工，来检验性质 1和性

质 2是否与理论模型的预期一致。表 2第(1)和(3)列反映了实证结果，加入个体层面控制和

宏观层面控制，最低工资的上涨显著降低了企业雇佣长期工的概率，增加了雇佣临时工的概

率。接着，利用实证方程（12），我们检验最低工资制度强化对于分类型用工形式的影响，

表 2 第（2）和第（4）列是加入个体层面控制和宏观层面控制后的结果。对于长期工来说，

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最低工资制度的强化，使得雇佣长期工的企业减少；另一

方面，对于临时工来说，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最低工资制度的强化，使得企业

雇佣临时工行为增加。由于被解释变量是 0/1 变量，我们利用 logit 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

附录 C附表 6所示，与表 2结果基本一致。 

表 2 分类型回归 

注：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性别、个体年龄的对数、个体受教育程度、是否全职工，宏观层

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为城市 GDP 的对数、城市人口密度的对数。下表同理。 

（二）分组 

从基准结果可知，2004 年前最低工资对于用工形式短期化的影响不显著，而 2004 年新

最低工资规定出台后，最低工资制度对于用工形式短期化的影响显著。故本文将利用公式

（11）对于 2004 年前和 2004 年及其以后进行分组回归，研究在这两个时间区间内最低工资

上涨对于用工形式短期化的不同影响。结果如表 3所示。由表 3中的（1）（2）列可以发现，

最低工资上涨对于 2004 年前用工形式短期化影响不显著，（3）（4）列反映的是 2004 年及

以后最低工资上涨对于用工形式短期化的影响，第（4）列在加入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

变量后，系数为正值，且在 1%水平下显著。这与之前表 1的（3）、（4）列形成呼应，即最

低工资政策在 2004 年对于用工形式短期化影响不显著，而 2004 年后，随着新最低工资规定

颁布，最低工资上涨对用工形式短期化的影响明显增强。 

表 3 按时间前后分组回归 

 (1) (2) (3) (4) 

 Permanen
t 

Permanen
t 

Temporary Temporary

log(Minwage) -

0.658*** 

0.113* 0.0735*** -0.0279 

 (-4.68) (1.79) (4.44) (-0.57) 

log(Minwage) ൈ post2004  -0.219***  0.0974** 

  (-3.81)  (2.16) 

个体层面控制 是 是 是 是 

宏观层面控制 是 是 是 是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工作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察值 9839 9839 9839 9839 

调整后 R2 0.285 0.323 0.322 0.285 

 (1) 

04 年以前

(2) 

04 年以前

(3) 

04 年及以后 

(4) 

04 年及以后 

log（Minwage） 0.284 0.106 0.0805* 0.163*** 

 (1.48) (0.47) (1.69) (3.25) 

个体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考虑到样本年份跨度比较大，为了控制不可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结论

的影响，文章利用相近年份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附录 C 附表 7 所示，第 1、

2列是 2004 年-2006 年的结果，第 3、4列是 2009 年-2011 年的结果，文章发现，

无论是否添加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最低工资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

最低工资的上涨，使得用工形式趋于短期化，与文章的基本结论一致。 

（三）机制分析 

利用实证方程（12），本文考察最低工资上涨对所有新入职职工的就业形式的影响。回

归结果如表 4第（1）、（2）列所示，最低工资制度的强化，使得新入职职工的就业形式趋

于短期化。 

相较于雇入新职工，企业可能选择将退休职工进行返聘，因为返聘后的用工期限更加

灵活。为了验证这个分析，文章利用实证方程（12），并将被解释变量换成职工是否退休返

聘，定义退休返聘的工作者为 1，非退休返聘的工作者为 0。回归结果如表 4第（3）、（4）

列，由结果可知，最低工资制度的强化，使得企业更愿意将退休职工进行返聘。与之前的分

析结果是一致的。 

表 4 入职职工和返聘职工 

 入职职工 返聘职工 

 （1） （2） （3） （4） 

 short short 是否退休返聘 是否退休返聘 

log(Minwage) -0.423* -0.722** -0.0106 -0.0487** 

 (-1.82) (-2.46) (-0.90) (-1.96) 

log(Minwage) ൈ post2004 0.433** 0.815*** 0.0203* 0.0577*** 

 (2.12) (3.02) (1.94) (2.58) 

个体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宏观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工作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察值 2929 2076 37247 20208 

调整后 R2 0.312 0.384 0.0323 0.0558 

     若企业用工形式发生短期化，那么给予职工工资的行为将变得不那么固定。因此，

职工工资上涨，会影响企业给予职工工资的形式。 

在问卷中，有一项是询问个体是有固定工资，本文定义职工有固定工资为 1，没有固定

工资为 0。由于这一变量仅存在于 2004 年及以后的调查中，因此只能利用实证方程（11）

观察最低工资对职工是否拥有固定工资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 第 1 和第 2 列所示，无论

是否加入个体层面和宏观层面控制变量，最低工资对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最低工资的上

涨使得职工获得固定工资的概率下降。 

    为了进一步验证企业给予固定工资的积极性下降这一结果，文章对职工的工作时长进

行了分析。如果职工的工资是固定形式的，那么职工往往也具有固定的工作时长。据此，定

义平均每天工作 8小时为 1，非 8小时为 0，观察最低工资对于固定工作时长的影响。利用

方程（12）本文进行了实证回归。由表 5的第 3、第 4列的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个体层

面和宏观层面控制，ߚଵ不显著，ߚଶ显著为负。这说明 04 年以前最低工资的变化对于具有固

定工作时长的工作形式没有影响，而 2004 年最低工资制度的强化，使得具有固定工作时长

的形式显著下降，与之前推出的最低工资对具有固定工资工作形式的影响是相恰的。 

宏观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工作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察值 4308 2470 9523 7357 

调整后的 R2 0.336 0.349 0.314 0.358 



表 5 对固定的工作形式的影响 

工资上涨使得企业雇佣形式发生短期化，发生在以企业作为劳动关系决定者这一前提

条件下；若劳动者是就业形式的决定者，那么就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工资上涨，职工

更愿意与企业保持稳定的劳动关系，而不是选择短期化的就业形式。因此，需要进一步地进

行区分，来给本文的理论模型提供支撑。 

利用实证方程（12），文章将被解释变量换成职工是否在当年换过工作，定义换了工作

为 1，没有换工作为 0。实证结果见表 6 第 1、第 2 列。由结果可知，ߚଵ的不显著，ߚଶ显著

为正。这说明 04 年以前最低工资的变化对于职工更换工作的概率没有影响，而 2004 年最低

工资制度的强化，显著增加了职工更换工作的概率。回归结果反映企业决定了职工的就业形

式，这也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现有事实是一致的。 

表 6 换工作和短期化 
 (1) (2) (3) (4) 

 Changejob Changejob short short 

log（Minwage） -0.0204 -0.0437   

 (-1.55) (-1.58)   

log(Minwage) ൈ Post2004 0.0400*** 0.0551**   

 (3.24) (2.13)   

Changejob   0.426*** 0.415*** 

   (16.35) (12.91) 

个体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宏观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工作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察值 37580 20381 15752 10771 

调整后的 R2 0.0290 0.0420 0.313 0.354 

相对于非农民，农民的收入不受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因此，最低工资的影响主要集

中于非农民。为此，文章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利用实证方程（12）并将解释变量换成是否当

年换过工作，研究最低工资变化对于农民和非农民的更换工作的影响。回归结果见附录 C附

表 8，由附表 8第（1）、第（2）列结果可知，在加入个体层面和宏观层面控制后，最低工

资的上涨对于农民更换工作的概率没有影响；第（3）、（4）列说明，最低工资制度的强化，

使得非农民更换工作的概率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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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利用实证方程（11），将最低工资的对数换成职工是否更换工作，观察更换工作

之后对职工短期化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6 第 3 和第 4 列，无论是否加入个体层面和宏观

层面控制，职工更换工作后，就业形式更有可能相对于过去短期化。 

                         
14 考虑到国有企业的雇佣形式可能存在自身特征。本文在不考虑国有企业样本下进行了回归，结果如附

录 C附表 9第 1、2列所示，原来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文章继续将集体企业的样本进行剔

除，如附录 C 附表 9第 3、4 列所示，基准结果依然稳健。 

 (1) (2) (3) (4) 

 固定工资 固定工资 固定工时 固定工时 

log(Minwage) -0.00552*** -0.00513** 0.0767 0.0753 

 (-3.47) (-2.51) (1.54) (1.40) 

log(Minwage) ൈ post2004   -0.0791* -0.124** 

   (-1.77) (-2.47) 

个体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宏观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工作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察值 23324 17595 24987 18977 

调整后 R2 0.997 0.997 0.287 0.388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发现，最低工资制度使得企业雇佣长期工的概率下降，雇佣临时工

的概率上升。随后，文章研究了最低工资对于就业的影响。利用实证方程（12），将被解释

变量换成是否有工作，将有工作定义为 1，没有工作定义为 0，回归结果见附录 C附表 10 第

（1）、第（2）列。文章发现ߚଵ和ߚଶ都不显著，说明最低工资制度对于个体是否就业并没有

影响。另外，就业群体又分为自我雇佣和被雇佣，文章再一次利用实证方程（12），将被解

释变量换成个体是否属于自我雇佣，工作者若属于自我雇佣则定义为 1，属于非自我雇佣则

定义为 0。回归结果对应于附录 C 附表 10 第（3）、第（4）列，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上涨

对于自我雇佣的现象影响也不显著。 

（四）异质性检验 

通常，最低工资制度主要影响低技能群体，因此最低工资的上涨对低技能群体的就业

形式短期化的影响应该更严重。为了检验最低工资上涨对于低技能群体的影响，本文重新设

置了实证方程进行异质性检验，实证方程如下： 
௜௧ݕ ൌ ߙ ൅ ଵߚ logሺMin݁݃ܽݓ௖௧ሻൈ 2004ݐݏ݋݌ ൈ  ௜௧ݑ݀݁ݓ݋ܮ ൅ ଶߚ logሺMin݁݃ܽݓ௖௧ሻൈ

2004ݐݏ݋ܲ                  ൅ߚଷ log ሺMin݁݃ܽݓ௖௧ሻ ൈ  ௜௧ݑ݀݁ݓ݋ܮ ൅  ௜௧ݑ݀݁ݓ݋ܮସߚ ൈ 2004ݐݏ݋ܲ ൅
ହߚ                          logሺMin݁݃ܽݓ௖௧ሻ൅ߚ଺ݑ݀݁ݓ݋ܮ௜௧  ൅ ߛ ௜ܺ௧ ൅ ௖௧ܺߢ ൅ ߮௖ ൅ ߮௧ ൅ ߮௝ ൅ ߳௜௧   （14） 

和前面的定义类似，公式(13)左边是企业用工形式。公式（13）右边ݑ݀݁ݓ݋ܮ௜௧是二元

虚拟变量，将职工受教育程度为样本中个体受教育程度的中位数及以下取为 1，中位数以上

取为 0。通过三重交互项的形式来捕捉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技能职工的影响。根据理论预期，

职工技能水平越低，最低工资上涨对其影响越大。即ߚଵ应显著大于 0。回归结果见表 7中第

（1）、（2）列，第（1）列没有加入个体和宏观层面控制变量，第（2）列加入了个体和宏

观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制度强化后，低教育群体就业形式短期化概率更加

大。这与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 

表 7 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 
 (1) (2) (3) (4) 

 低教育 低教育 低收入 低收入 

log（Minwage） 0.00046 -0.0328 -0.0143 0.0442 

 (0.00) (-0.25) (-0.15) (0.43) 

log(Minwage) ൈ Post2004 0.128 0.204 0.159* 0.137 

 (1.25) (1.62) (1.86) (1.42) 

log(Minwage) ൈ Lowedu -0.278** -0.294**   

 (-2.35) (-2.36)   

Lowedu ൈ Post2004 -1.447** -1.562**   

 (-2.20) (-2.19)   

log(Minwage) ൈ Post2004 ൈ Lowedu 0.259** 0.277**   

 (2.16) (2.16)   

log(Minwage) ൈ Lowinc   -0.284*** -0.263** 

   (-2.67) (-2.10) 

Lowinc ൈ Post2004   -1.694*** -1.481** 

   (-2.86) (-2.09) 

log(Minwage) ൈ Post2004 ൈ Lowinc   0.303*** 0.269** 

   (2.79) (2.08) 

个体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宏观层面控制 否 是 否 是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工作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察值 13045 9839 12055 8991 

调整后的 R2 0.323 0.416 0.271 0.332 



除了用高低教育程度来衡量技能水平的高低，文章同时也利用了职工收入高低来进行

异质性分析。同上，利用公式（14），并将ݑ݀݁ݓ݋ܮ௜௧换成衡量低收入的变量ܿ݊݅ݓ݋ܮ௜௧，该变

量将职工收入在样本中个体收入均值以下定义为 1，在均值及以上定义为 0。本文主要关注

变量是三项交互项的系数。回归结果见表 7 中第（3）、（4）列，第（3）列没有加入个体

和宏观层面控制变量，第（4）列加入了个体和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从结果中可知，最低

工资对职工就业形式短期化的影响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这同样支持本文的基本结

论。 

五、结论 

近两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使得灵活就业方式一度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受疫情影响，不少企

业出现了经营问题，高额的用工成本导致资金周转困难。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

劳动报酬支出压力大，使企业濒临破产。当企业面临不确定性时，如何调整用工形式，成为

企业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已有文献中，有关企业用工形式的研究依然较少。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了最低工资上涨以及最低工资制度的强化对

于用工形式和用工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的上涨使得用工形式趋于短期化，最低

工资制度的强化加剧了这种短期化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这种用工形式短期化的现象

在低技能群体中更加严重。其理论机制在于，随着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企业更可能与职工

建立短期的劳动关系，以规避生产不确定带来的风险。 

用工形式的短期化是企业应对风险的一种手段，就业方式的灵活化也是适应当下人们

对待劳动的一种方式。这使得企业生产更具弹性，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更强；企业提供了灵活

的就业方式，使更多人进入就业市场，或者原来职场人有更多的就业形式选择，给就业人员

增加了效用。但是，我们仍需警惕，用工形式短期化引起的的就业碎片化、隐性失业等问题。

因此，在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保护低收入者权益、促进分配更加公平的同时，需采取措施规

范企业的用工形式，防止企业用工短期化带来的潜在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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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期限制度实施成

效的评估。尽管《劳动合同法》将长期工（不定期合同）作为主流价值取向，然而，由于法

律规则本身的漏洞、我国特殊的劳动市场背景及劳动执法水平所限，这一立法目标并未有效

实现。因而，在未来劳动相关立法的修改中，应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综合考虑，

统筹最低工资这一劳动保障制度和劳动合同期限这一影响雇佣灵活性的制度，保持劳动法

律适当的“安全性”和“灵活性”，并增强其社会保障的功能。 

  

                         
15文献认为工作不确定性以及缺乏激励机制将使临时工岗位带来效率损失（Anwar et al., 2011; Davy et al., 
1997）。Cahuc(2016)也发现大量临时工对于长期工的替代，将显著降低总产出。相较于长期工来说，短期

工更容易对工作抱有焦虑和失望的情绪（Davy et al., 199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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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stable theoretical model and rigorous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 on enterprises’ employment decision-
makingreflected on the adjustments of theiremployment structure, through a testable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We find that the increase in minimum wage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hiring 
long-term workers while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hiring temporary workers for the firms. Moreover, 
the enterprises hire more retired employees, pay more irregular wages, and employees change jobs more 
frequently. We also find that the low-income group are affected more by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djustment. The results imply that policy make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changes in employment 
structure when making the  minimum wag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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